
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
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

岳圣淞

内容提要：国际话语权是 国 家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以 表 达 诉 求、引 导 舆 论、塑

造规范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 化 和 价 值 理 念 的 话 语 融 入 国 际 公 共 话 语 体 系 的

能力体现。场域理论认为，行 为 体 在 社 会 化 互 动 中 的 权 力 时 刻 受 到 所 属 场 域

的制约。国际社会话语场 域 是 国 家 获 取 国 际 话 语 权 的 场 所，场 域 规 则、话 语

惯习、话语资本及国家在场域 中 的 关 系 位 置 共 同 决 定 了 国 际 话 语 权 的 分 配 格

局。现有国际话语场域中 存 在 着 严 重 的 西 方 霸 权，在 中 国 场 域 地 位 跃 升、资

本增加、话语权竞争优势不 断 扩 大 的 背 景 下，西 方 场 域 主 导 者 试 图 操 控 场 域

规则进行霸权护持，导致 中 国 的 结 构 性 压 力 上 升，话 语 权 提 升 面 临 瓶 颈。鉴

于此，中国可考虑开辟新的 话 语 场 域，通 过 重 构 场 域 规 则 和 关 系 网 络 掌 握 主

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语的权力效能。“亚洲文明对话”作为场域创设的积极

尝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 伙 伴 关 系 和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取 代 等 级 制 的 关 系

架构，营造平等有利的舆论和制度语境，为中国话语提供合法性和道义支撑；

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 的 场 域 规 则，提 升 议 题 引 领 和 惯 习 塑 造 能 力，发 挥

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本优势，促 进 形 成 对 中 国 话 语 的 准 确 阐 释 与 解 读，从 而 实

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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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开启了国际关系史上制度化解决争端的时代，

也让世界意识到 “言辞的威力有时胜过枪炮”① ———话语沟通了不同的利益

诉求，消解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战略疑虑；国际准则通过将国家间的战略

承诺与共识制度化和文本化以形成强大的观念性约束力量，从根本上降低了

冲突风险。时至今日，“话语权”已然成为国际政治权力意涵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在反恐、减贫、难民、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全

球治理议题上的争论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有关概念和标准的界定，已逐渐演变

为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政治的理论演化中，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

和平论和 历 史 终 结 论 等 学 说 引 发 广 泛 关 注 的 背 后 也 无 不 隐 现 着 话 语 权 的

争夺。②

尽管如此，学界 迄 今 依 旧 对 话 语 权 的 学 理 地 位 和 实 践 意 义 缺 乏 准 确 评

估。在科学行为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背景下，针对权力的社会性和非

物质形态的探讨始终处于边缘化境地。③ 场域理论的应用有望打破这一局面。

作为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其对权力多元化形态的认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的折中主义倾向，使之在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中能恰当的融合理性主义与后

现代思想，在不同理论范式的对话中实现对权力本质的剖析。④ 基于此，本

文首先对既往研究展开回顾，归纳出引发国家行为体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困境

及原因；第二部分以场域理论为基础，搭建一个检视国际话语权演化机制的

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回顾二战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演化的历史及中国的参与

进程，指出中国在现有场域中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困境；第四部分以 “文

明对话”的场 域 构 建 为 例，探 讨 提 升 中 国 国 际 话 语 权 的 新 思 路；最 后 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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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话语权：既往研究与现实困境

“话语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概念最初源自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的 “话语权力论”。① 福柯指出，一切权力的本质是话语，权力是政治统治实

现的前提，因 此 “话 语 即 权 力”。② 在２０世 纪 中 后 期 席 卷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的

“语言转向”大潮中，话语权的内涵在不同学科的专业语境中不断得到丰富

和延展。西方国际 关 系 学 界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率 先 提 出 “国 际 话 语 权”概

念，将其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以表达利益诉求、塑造国际舆论、

确立国际标准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话语整合进国际公共话

语体系的根本手段和能力体现，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集合体。③ 既往研究在

加深对国际话语权的内涵理解、探索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方式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囿于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权力观，主流研究忽视了非物质性

权力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形成基础和演化机制

的认知具有片面性。

（一）既往研究

实证主义历来强调权力的物质性和行为体的客观理性，认为语言仅是传

递行为体意图或代为施加权力的工具，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不具有权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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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 使 用 最 广 泛 的 “话 语 权”概 念 的 英 文 表 述 主 要 有 两 种，即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和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笔者认为，这两种概念表述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对 “话 语 权”

中 “话语”意涵的界定。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更 强 调 话 语 的 语 言 学 意 义，强 调 话 语 的 文 本 形 式；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则更贴近福柯的理论观点中对话语的定位，即 认 为 话 语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是 社 会 生 活 各 个 领

域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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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国际话语权”的定义和 内 涵 界 定 问 题，学 界 长 期 存 在 不 同 观 点，但 在 几 个 核 心 问 题

上形成了基本共识：第一，国际话语权的行为 主 体 主 要 是 国 际 社 会 中 的 各 主 权 国 家，也 包 括 区 域 性

和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 织 等。第 二，国 际 话 语 权 具 有 双 重 内 涵，即 “权 力” （ｐｏｗｅｒ）和

“权利”（ｒｉｇｈｔ）的统一。前者具有动态性，与 国 际 体 系 结 构 和 国 家 自 身 实 力 变 化 因 素 相 关；后 者 具

有制度性和强制性，主要与国际社会中行为 体 的 身 份 相 关。作 为 被 国 际 社 会 承 认 的 一 员，每 个 主 权

国家原则上都享有平等的对与国际环境密切 相 关 的 事 务 发 表 意 见 的 权 利，体 现 了 知 情、表 达 和 参 与

权利的综合运用。第三，国际话语权涵盖领域 广 泛，包 括 但 不 限 于 政 治、经 济、军 事、文 化、安 全

等。第四，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功用包括获取 物 质 性 权 力、维 护 国 家 利 益、提 升 特 定 国 家 自 身 的 软 实

力以及维护国家的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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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尽管实证主义有限认可话语沟通的意义，但认为话语权即使存在，其作

用也是附属和次要的。苏珊·斯特兰奇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将国家权力划分为

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认为前者能够发挥结构的强制规约性影响他国的

决策方向，而后者 则 可 以 令 他 国 在 沟 通 之 中 改 变 意 愿 去 做 本 不 愿 做 的 事。①

托马斯·谢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曾 对 “谈 判 中 的 话 语 权 力”有 过 论 述，

认为话语起到 了 协 调 各 方 意 见、弥 合 分 歧 的 作 用，但 前 提 是 话 语 必 须 具 有

“物质权力的背书”，利用强迫和威胁性话语在谈判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

预期目标。② 新 自 由 主 义 的 代 表 罗 伯 特·基 欧 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认 为，

作为信息载体的话语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物质权力所不具备的功能，以非

威慑方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方向：在发生利益纠纷时，话语施动者通过主动

提供新的信息，鼓励其他行为体重新计算成本和收益，实现在特定问题上的

合作。③ 尽管如此，大多数实证主义者仍认为话语不过是 “廉价言辞”，既不

可信也不足以对行为体行为构成实质影响。 “软权力”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

度上扭转了这一趋向。“软权力”赋予诸如价值观、文化、制度影响力等观

念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以主体地位，使之成为与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为代表

的 “硬权力”对应的权力类型。话语权被认为是 “软权力工具”（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ｏｏｌｋｉｔ）的重要组成部 分，令 话 语 具 有 了 真 实 的 权 力 意 涵。④ 约 瑟 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指出，软权力的核心是 “规劝”（ｄｉｓｓｕａｓｉｏｎ），无论是阐释观

念价值、宣传制度优越性，还是塑造国际舆论和规范，都离不开语言。⑤

在后实证主义话语研究中，除福柯的 “话语权力论”外，以雅克·德里

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的 “解 构 主 义 理 论”、安 东 尼 奥·葛 兰 西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的 “文化霸权理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

“交往行动理论”为代表的中观理论，分别从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塑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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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 宏 宇、谢 耿 峰 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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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的互构以及语言动力学角度，论证了话语作为社会性权力的功能与作

用机制，奠定了后实证主义话语权的基本观点，即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基

础，所谓客观实际上是经过话语赋值后在主体观念中被承认的意义结构，话

语才是权力的根本形态。① 在国际政治中，话语将主观认知与现实中的特定

指涉相连接，通过建立完整的政治叙事实现对国际关系的定义。维维恩·施

密特 （Ｖｉｖｉｅｎ　Ａ．Ｓｃｈｍｉｄｔ）据 此 将 国 家 行 为 体 话 语 权 的 行 使 归 纳 为 观 念 表

达、身份塑造和规则建构三个方面———观念表达体现为对事实的判断，即明

确以何种方式定义及应对事态；身份塑造旨在定义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关系，

是对行为体间共存与互动模式的选择；规则建构通过赋予行为体特定行为以

合法性，实现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的确立。② 尽管后实证主义并不否认权力

的多重形态，但认为一切权力形式只有最终转化为特定话语才能兑现效能。

后实证主义以相当激进的方式向传统语言观发起挑战，成功掀起了以 “语言

转向”为标志的范式革命，但也 出 现 了 反 实 在 论 甚 至 虚 无 主 义 倾 向。对 此，

艾伦·芬莱森 （Ａｌａｎ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指出，“围绕话语权力的争论暴露出当前理

论范式的缺陷，保守派对语言漫不经心，而后现代理论又显得矫枉过正，唯

有开辟一条中间道路，才可能为话语的权力本质提供一种兼具社会和科学性

的解释”。③

此外，不同国家结合自身实际，就国际话语权问题展开了大量案例和对

策研究。国内学界对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关注始于２１世纪初，涉及对中

国国际话语权水平的评估，对中国对外宣传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对中

国话语与国际话语体系对接与融合方式，以及话语权提升影响因素和现实路

径的研究等。④ 其中，有关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的研究占据主流，可以进一

步分为对舆论性和制度性两种话语权的探讨。舆论性话语权指国家在国际场

合对特定问题做出评价、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也包含为维护自身国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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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峰、吕军： 《近 年 来 国 内 学 界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话 语 权 研 究 述 评》，载 《社 会 主 义 研 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５３～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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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采取解释和辩护的话语权利。① 近年来，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

“中国渗透论”和 “中国不负责任论”等负面话语层出不穷，反映出部分西

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情绪和消极认知。如何在新形势下避免自身正当话

语权益受到西方霸权的钳制，通过舆论性话语权主动阐释中国的战略动机、

驳斥带有主观偏 见 的 不 实 言 论、维 护 中 国 的 对 外 形 象 是 此 类 研 究 的 核 心 议

题。② 制度性话语权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的确立国际议程，引导和塑造

国际标准、规则和机制的权力。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出于维护自身不断

延伸的国家利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中国比

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亟待提升改善国际制度环境的能力。此类研究以二战后国

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前提，结合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安全、人

文等领域国际事务的经验，分析了中国运用制度性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基于不同领域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

方式。③ 总体来看，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时效性和政策导向性明显；除

部分研究涉及对 苏 联／俄 罗 斯 和 美 国 等 大 国 话 语 权 建 设 经 验 教 训 的 回 顾 外，

大部分研究缺乏基本视角的转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研究的学理基础不够

全面，往往以社会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为切入点，偏离了国际话语权所

处的国际政治理论语境，混淆了 “国际话语权”与 “政治宣传” “政策话语”

“舆情分析”或 “舆论引导”等概念的区别，对话语权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

（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困境及原因

自二战结束到两极格局的解体，再 到 全 球 化 和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浪 潮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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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柯、左凤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载 《对外传播》２０１４年第１２
期，第４７～４９页。

有关舆论性话语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

战及提升策略》，载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１０页；郭道久：《增强中

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研究》，载 《统一战线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９～６５页；刘强：《新一轮

“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 对 外 宣 传 的 技 术 误 区 因 素 分 析》，载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７４～９０页。

有关制度性话语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苏杭：《命运共同体、国际公共产品与制度性话

语权提升———以中美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角色论争为例》，载 《区域 与 全 球 发 展》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第１１３～１２６页；谢晓光、李彦东：《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 “他者”语

境》，载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４６～５０页；王宏仁：《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

认识论途径》，载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３８～１５３页；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

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６２～７０页；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

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７页。



　□ 当代亚太　

卷全球的当下，国际体系已然发生重 大 变 化，一 批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的 崛 起 有

力推动了世界多极 化 的 发 展。随 着 逆 全 球 化 和 保 护 主 义 的 影 响 持 续 加 剧，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 识 到 争 取 国 际 话 语 权、深 度 参 与 国 际 议 程 和 规 则 制 定、

摆脱单边主义霸权话语的意义，开始 积 极 探 索 提 升 国 际 话 语 权 的 路 径。然

而，当今国际话语权的分配依旧呈现 明 显 的 西 方 中 心 主 义 倾 向，以 美 国 为

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把持着国际话语 权 高 地，导 致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国 际

社会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①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话语权分配的长期失

衡？学界试图从霸权护持、国家的能力意愿和话语权内生因素三个方面探寻

原因。

首先，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护持是影响国际话语权演进的首要原

因。在无政府状态下，强国通过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事实上的领导作用而自动

获得话语权优势，并通过权力垄断和滥用等不受约束的非公正手段扩大自身

与其他国家间的权力差距。② 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美国视国

际话语权为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是比肩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重要

战略资源。③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对

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塑造能力显著增强，令美国深陷霸权衰落的忧虑。为此，

美国开始试图干预国际话语权的转移进程———不断发动国际舆论战，对潜在

威胁对象实施 “话语打击”，通过 “污名化”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安全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等战略扭曲其国际形象、降低其国际声誉和公信力；④ 提升

国际社会对潜在威胁对象国际行为的威胁感知、强行赋予其与主流对立的非

正义身份；同时推进排他性国际制度体系的形成，在巩固现有制度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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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页。
“安全化”的概念最早由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 “哥本哈根学 派”提 出，代 表 人 物 包 括 巴 里·

布赞、奥利·维夫和迪·怀尔德等。该学派提 出 “安 全 即 言 语 行 为”的 论 断，认 为 当 安 全 施 动 者 基

于主观认知，将某个问题说成是安全问题，就 是 “安 全 化”的 过 程。有 关 “安 全 化”的 定 义、理 论

框架和案例分析，参见袁莎：《“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 “实践转向”》，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５期，第１３９～１５６页；余 潇 枫： 《共 享 安 全：非 传 统 安 全 研 究 的 中 国 视 域》，载 《国 际 安 全 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３４页；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 析———以 中 海 油 竞 购 优 尼 科 案 为 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７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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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竞争性新制度构建 “去合法化”叙事以突显自身制度优越性，试

图延缓自身制度话语权的进一步流失。①

其次，国家个体 能 力 与 意 愿 的 差 异 也 是 影 响 国 际 话 语 权 分 配 的 重 要 因

素。实力水平是国家影响国际体系能力的客观限制，主观意愿则决定了其参

与国际事务的方式、范围和力度。② 处于不同实力分层的国家对参与体系互

动具有不同的收益预期，因此，对国际话语权份额的需求能直观反映出其实

际意愿。国际体系中要求对国际事务有更多发言权的往往是实力接近霸权国

的大国、实力较弱的小国、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

于对现有体系的权力结构不满、希望在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中获得更大利益。③

相比之下，部分国家满足于自身实力现状，对参与体系互动的意愿有限，对

国际话语权需求较低，甚至视其为一种负担。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国家会选

择让渡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加入强国主导的权力集团参与集体决策以缓解自

身履行国际义务的压力、规避风险。现实中，这种倾向表现为西方国家通过

集中国际话语权份额组成超国家规模的话语权实体，在涉及自身利益的特定

国际事务中借助美国主导的政策联盟行使集体否决权，以此对抗非西方国家

的发展或改革议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缓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出现所谓的 “西

方缺失”，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提升空间的严重挤压。④

最后，话语权内生因素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其中，话语质量代表了话语

本身对行为体真实意图的还原水平，话语的基本形态、话语与行为体身份的

匹配度都会对话语权力功能的发挥造成客观影响；传播效力是行为体调动话

语资源、开展舆论疏导、实施宣传战略能力的体现，是影响话语权的主观话

语因素；话语兼容度决定了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将主观意志以特定话语形式输

出，以实现观念共享、认同和内化，体现了公共话语体系对个体话语产品的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Ｇｅｒｔｋｅ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ｗｉｆｔ’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Ｖｏｌ．７３，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２４３－２４７．

Ｇｉｕｌｉｏ　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ｏ，“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９，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３１１－３１２．

Ｊｏｈｎ　Ｇ．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４，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７－２３．
Ｒｉｃｈ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Ｈｅｒｚｂｅｒ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０，Ｎｏ．４，１９８７，ｐ．５９３．



　□ 当代亚太　

认可水平，是影响话语权的主体间性因素。① 此外，话语权的流散和抽象特

征也令其难以通过常态的权力认知手段被发现和掌握，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广

泛分布使话语权的形态和要素组成趋于多元，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掌握的

话语权份额不 尽 相 同，影 响 不 同 领 域 话 语 权 的 因 素 千 差 万 别。在 很 多 情 况

下，即使国家意识到自身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却也束手无策，难以精准施策加

以提升。②

此外，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方面———话语互动模式

对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为确保交流过程的规范和结果

的可预期性，自发确立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对话语互动加以限制。尽管从未

被正式申明，这些 仅 存 于 观 念 中 的 行 为 准 则 却 能 被 长 期 遵 循 并 不 断 得 到 强

化。这种群体性默契并非经过刻意培养，而是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互动中被

不同行为体所接受。③ 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将这种具有主观模式设定、不存

在物质形态的互动环境定义为 “场域”。④ 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具有场域属性，

其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也时刻受到所属场域规则的制约，话语权亦不例外，其

价值只有在特定规则覆盖的场域环境中才能得以兑现。⑤ 国际社会的话语场

域是供不同国家进行话语互动的平台，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并维系至今。在

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围绕 “西方中心”确立的场域结构早已固化、西方的价

值体系和制度理念被深植于场域规则中，造成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话语行为的

不公正评判，其话语权力价值也因而被严重低估。⑥ 从这一角度看，场域局

限也是制约部分国家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因素，应在研究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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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５６～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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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域理论与国际话语权的场域逻辑

“场域”概念源自１９世纪中叶的物理学，用于描述一种无形的空间范畴，

在其中，具有一定特性的物质能对与之不相接触的同类物质施加一种力，如磁

场和引力场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库尔特·考 夫 卡 （Ｋｕｒｔ　Ｋｏｆｆｋａ）和 库 尔

特·勒温 （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率先将场域理论引入社会心

理学研究，提出社会环境与行为体观念相互影响的 “心理场域”模型。法国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是场域理论 “社会学化”的集

大成者。① 他提出的 “社会实践理论”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等

众多学科中汲取灵感，从场域视角审视社会实践行为，为场域理论的广泛应

用奠定了基础。

（一）解读场域：关系、惯习与资本

社会实践理论认为，行为体与社会结构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以场域为媒

介实现主观意 识 与 客 观 社 会 的 沟 通 关 系。社 会 生 活 的 本 质 是 场 域 实 践，关

系、惯习与资本是场域的核心要素———关系造就场域，惯习指导实践，资本

提供动力。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在 场 域 中 具 有 双 重 含 义，它 既 是 场 域 的 基 本 组 成 单

位，也是场域自身存在的方式。社会中包含着各种客观关系，布迪厄称之为

“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是

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② 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

在场域中形成若干固定的位置，“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

特定位置的行动 者 或 机 构 之 上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之 中，这 些 位 置 得 到 了 客 观 界

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分配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

们与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③ 此外，不同场域以特定关系形式在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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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严格来说，“场域理论”这一名称并非布迪厄首创，最初也并非指代其个人学术观点。布迪

厄对场域的观点都被完整涵盖在社会实践理 论 之 中，只 是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 其 国 际 学 术 影 响 逐

渐上升之际，学界才开始频繁采用 “场域理论”指称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有关场域部分的论述。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载 《理论探讨》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５７～６０页。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 与 反 思———反 思 社 会 学 导 论》，李 猛、李 康 译，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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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通过融合、叠加、竞争、排斥等多种方式加强自身的合法性。① 社

会的高度分化使场域间关系拥有更大的延伸空间，不同场域在功能、范围和

成员身份上的交集进一步促进了关系网络的连接，最终造就了复杂多维的社

会环境。② 理论上，不同场域或能通过平等竞争实现自然更替，或能通过调

整各自的内部结构和秩序实现互补整合，共同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但现实

中受到场域主导者观念、场域规则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场域间的恶性竞争持

续不断，造成资源内耗、关系扭曲和体系结构的长期动荡。由此可见，场域

既是支撑社会功能的基础工具，也是决定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

惯习 （ｈａｂｉｔｕｓ）是对行为体场域行为逻辑的根本性概括。简言之，行为

体在场域中的一切活动均是惯习行为。惯习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前理性、非

推论的 “实践感”，即在面对全新的实践任务时，行为体会不假思索地首先

调用认知图式进行比对，筛选出最贴合当下情境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制定

行动方案，整个过程类似于应激—反应模式下的自我感知，无须经过可行性

论证。③ 惯习的基础 是 场 域 规 则，惯 习 的 形 成 就 是 行 为 体 对 场 域 规 则 认 知、

习得、内化并实践的过程。场域在创设之初需要首先确立制度体系，包括对

场域的基本性质、功能和目标的界定，场域参与者身份和资格的限制，场域

内行为体位置关系的设置，场域互动的准则，场域资本价值的认定、资本与

权力的兑换方 式，以 及 各 种 保 障 性 和 奖 惩 机 制 等。④ 这 些 规 则 既 源 于 历 史，

也立足现实；既具有相对客观性，也须反映场域主导者的意志———在规则的

确立过程中，场域主导者得以凭借先发优势将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融

入规则中，也因而造成了场域规则天然的不平等性。场域 “后来者”只能被

动接受既定规则，无权对其公平性加以评判。遵循规则可以获取更多资本，

实现场域内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违背规则则会面临惩罚，或降低地位、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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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或遭到排斥，削减权力。①

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是 场 域 变 化 的 原 动 力，是 在 特 定 场 域 中 有 效 的 权 力 资

源，“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② 资

本是 “积累的劳动”，对于行为体来说，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场域 互 动

消耗资本，同时也 获 得 资 本。场 域 互 动 的 实 质 是 不 同 类 型 资 本 的 兑 换 与 流

通，行为体通过将自身占据的位置上的权力资源不断变换形式，使其成为价

值更高的资本，提升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以争取更多资本交易机会，进而获

得更大的权力。③ 场域中的资本分为四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

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各种资本类型的基础，包含有形物化和符

号化两种核心形式，④ 具有支付、交换和衡量其他资本价值的尺度功能。社

会资本是行为体在场域中特定位置上获得的网络关系资源，表现为与其他行

为体间的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等。⑤ 象征资本是行为体在场域中积累的客观

评价、身份地位、声誉威望和信用水平等无形资产。虽然象征资本无法决定

场域互动的最终结果，也不能为行为体带来直接的权力收益，却能在资本类

型的转化中发挥加成效应，令掌握象征资本多的行为体能够在同等条件下更

快或更多地获得资本。⑥

文化资本是场 域 理 论 对 资 本 本 质 独 特 认 知 的 体 现，是 指 能 够 对 场 域 结

构、规则和活动产生影响的文化资源，以具身化、客体化和制度化三种形式

存在，代表着文化资本在场域中演化的三个阶段。⑦ 具身文化资本是行为体

在社会环境中主动吸收和在特定场域中被动接受的文化知识、技能和修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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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中的符号化形式主要指其他类型的资本能够在特定情况下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力。

如语言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界定资源价值的能 力，属 于 符 号 化 的 经 济 资 本，布 迪 厄 将 其 称 之 为 “语 言

交换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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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客体文化资本以具身化文化资本为基础，以公共文化产品形式在场域

中流通，接受场域成员的消费和评价；制度文化资本是场域中文化资源的最

高形式，它承载并代表着整个场域的审美气质、精神信仰和价值品味，是得

到场域规则权威 认 可 的 文 化 资 本。对 文 化 资 本 的 追 求 是 场 域 互 动 的 高 级 阶

段，当行为体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

试图将拥有的具身文化资本客观化、制度化，从而在精神层面实现对场域的

主导。①

（二）国际话语权的场域逻辑

场域理论认为，语言在交换中获得意义、产生利润，即话语权。交换过

程类似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话语场域是语言交换的 “市场”，交换行为

受到类似 “看不见的手”的场域规则的约束。行为体将自身话语输出到场域

中，希望接收方能遵照其预设的路径解读意义并执行相应指令。话语交换的

本质是共时竞争，只有少数话语能够成为主导话语并最终获得权力意涵。相

较于广义上的社会话语场域，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由具备强大资本优势和主导

国际体系意愿的国家主动建立。场域规则因融合了主导国的自身需求和价值

判断而具有主观性，体现在对场域中国家身份和位置的设定、话语议题和内

容的选择，以及话语惯习的塑造等方面。获取身份和位置是进入话语场域互

动并最终获取话语权的前提，国家所占据的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是客观匹配与

主观选择的结果。国家具有多重身份，部分身份会被其带入话语场域而得到

延续，如 “发展中国家”“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太平洋岛国”或 “英联

邦国家”等。这些身份标签以 国 家 附 带 的 各 种 资 本 为 依 据，从 历 史、经 济、

文化、地缘等不同角度凸显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功能和形象的独特性。在涉

及特定领域的话语议题时，具备相应身份标签的国家会得到更多关注，如在

对非援助议题上，“非洲国家最有发言权”；在国际原油定价问题上，“石油

输出国更有发言权”；谈及减贫经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脱贫最快

的国家最具发言权”———此类话语往往因当事国所具有的象征身份和切身经

历的客观性而被赋予优先表达机会，但发言权并不等同于话语权，且其影响

终究有限，具有较大局限性。

真正决定国家在常态话语场域互动中地位的，是场域规则对国家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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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他者”为界的划分。界定 “我—他”关系的标准取决于主导国的需

求和偏好，获得 “自 我”认 同 的 国 家 能 够 以 主 导 者 身 份 享 受 场 域 带 来 的 特

权，如分享主导国 自 带 权 威 属 性 的 话 语 渠 道，在 话 语 竞 争 中 占 据 影 响 力 优

势；参与话语惯习的塑造，持续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场域整体的话语观念，加

强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地位；自主设定和引领议题、实施 “安全化”和 “去

安全化”，将原本只涉及个体安全、甚至完全不涉及安全因素的议题主观包

装成关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关切，而对本应被纳入场域、但可能损害

自身话语权威的 安 全 议 题 强 行 施 以 无 害 化 表 达，以 维 护 自 身 的 话 语 利 益。①

相反，被归为 “他者”的国家在场域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具有基本的话

语互动资格。由于被界定为 “不受信任的”场域成员，这些国家的话语行为

会因受到 “自我”群体的排斥而不得不面对话语价值被长期低估的困境。尽

管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不同国家可以采取多样化的话语

战略实现场域位置的提升，但 “我—他”关系的转变因需要经历主导者的认

可且涉及场域规则的根本性调整而变得困难重重。

塑造话语惯习是推动场域中话语权生成的核心阶段。取得国际话语权的

标志是特定国家在场域互动中输出的话语被系统而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场

域主导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具备了以言行事、以言指事和以言取效的权力功

能。话语惯习在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

确立特定话语在场域中的权威，使其发挥示范效应，为场域成员在未来复杂

多变的话语互动中持续提供制造和解读话语意义的行动纲领。任何话语意义

都依赖于特定语境的产生，因此在场域中，建构公共语境是塑造话语惯习的

关键。② 主动塑造话语惯习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场域规则的支持，因此主

导国更具优势。塑造的路径往往是从历史角度出发，主导国结合自身的认知

和经历提出一套完整包含其信仰、理论概念和象征物的宏大叙事，使其在场

域互动中得以推行，直至成为公共语境。③ 随着不同场域成员在新的话语互

—７３１—

①

②

③

Ａｒｉａｎｅ　Ｃｈｅｂｅｌ　Ｄ’Ａｐｐｏｌｌｏｎｉａ，Ｍｉｇｒａ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Ｆｅｅｌ　ｔｏ　ｂｅ　ａ　Ｔｈｒｅａｔ？ＮＹ：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１７．

Ｍｅｇｈａｎ　Ａ．Ｂｕｒｋｅ，“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Ｗｈｉｔｅ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ｉｎ　ａ　Ｒａｃｉ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８，Ｎｏ．５，２０１２，ｐｐ．６４５－６５０．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ｃｕｓ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Ｈｏｗ　Ｃ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ｐｅａｋ？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２０１５，ｐｐ．６３７－６５３．



　□ 当代亚太　

动中总能优先选择以公共语境作为筛选、解读和评价话语的权威参考，在建

构自身话语时也会自觉迎合公共语境的需求，话语惯习得以形成。

语境对现实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冷战期间，舆论

战成为两大阵营交锋的重要形式。即便面对同样的国际情势，国际社会也往

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其根源就在于叙事语境的对立。① 如在１９６２
年的 “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均将最终结果描述为自我阵营的胜利———美

国提出是自己的威慑政策迫使苏联撤走了导弹，而苏联则提出是自己的果断

决策才使古巴得以保全。② 尽管两种叙事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但为

追求利己的话语效果，双方都选择运用语境对事实进行 “框定”和 “剪切”，

只采信有利于维 护 自 身 行 为 合 法 性 的 事 实 依 据，淡 化 甚 至 忽 略 其 他 事 实 片

段，通过话语拼接最终呈现预期的情节。

国际话语权场域演化的最终阶段是资本化过程。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

文化资本是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象征资本源于国家在不同国际场景中的

话语实践经验，如国家在国际争端与冲突调解中扮演仲裁角色、在国际规则

制定中提出具有启发性建议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话语地位与声望的提

升。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国家的 “话语命名”能力。为特定对象的命名旨在利

用话语权向国 际 社 会 提 供 共 有 知 识、使 自 身 话 语 客 观 化，具 体 包 括 情 势 界

定，如将特定国际局势宣布为 “公共危机”以进行紧急状态下的动员；描述

关系，如建立 “伙伴关系”“联盟体系”或 “利益共同体”；确立国家间交往

的模式，如提出合作倡议、发展国际机制与建立国际组织等。③ 文化资本的

积累是国家运用国际话语权将自身理念话语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促使不同

国家在文化消费和品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观念诱导的过程。相较于单纯直白

的宣教，文化产品 形 态 多 元 且 表 现 隐 晦，更 易 实 现 观 念 的 大 规 模 传 播 与 渗

透。在这一领域，美国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能力领先于全球。通过将自身

崇尚的价值观融入对 “美国治下理想世界”图景的描绘，美国得以将富有主

观价值判断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如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英雄主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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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精神、使命意识和自由价值往往被强烈渲染，与美国对自我国际形象和世

界观的认知形成高度呼应。① 借助特定资本形式的固化，话语权得以在场域

中长久地发挥权力效能，即布迪厄所说的 “把语言层面的象征权威，转换成

社会认可的力量，同时强加一种不可违抗的社会共识”。②

图１　国际话语权的场域逻辑示意图

说明：“＋”表示增幅相对较低，“＋＋＋”表 示 增 幅 相 对 较 高；表 示 “自 我”与

“他者”国家阵营在场域中的话语权宏观循环，表示单一国家行为体间的微观循环，二

者同步进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实践

（一）战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

冷战背景下，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激烈碰撞。由于美苏双方均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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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才是唯一正义并终将取胜的一方，故各自投入大量话语资源极力建构自

身合法化的话语体系，致使国际社会话语场域自诞生之初便被分裂成两个封

闭且相互排斥的话语空间。美苏通过联盟方式与各自场域中的其他国家结成

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关系网络，并以塑造公共语境和建立国际机制的方式持续

巩固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霸权。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话语场域的公共语境

被塑造为一则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和宿命论色彩的历史故事。其中，美国摆脱

殖民身份和争取国家独立的经历被归因于人类本性中对自由和个人价值的追

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被视为西方公敌，防止其蔓延、不断扩大 “自由世

界”的范围成为西方共识。① 同时，美国投入大量资本展开全球布局，建立

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凭

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ＡＴＯ）和东南亚条约组织 （ＳＥＡＴＯ）等 区 域 安 全

架构搭建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友体系，并参与创设了以联合国为代表

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些多边机制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话语场域提供

了关键支撑。

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塑造的公共语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世界政治和

国家间关系的阐述为基础，包含了对不同历史阶段有关战争与和平、世界经

济危机、世界革命运动、国家的本质和国家间关系准则、国际政治格局、殖

民地与民族自决等问题的丰富论述。这套论述的认识论被概括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遵循着某种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资

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阶段之一，共产主义才是进化的终极形态。② 在制度层面，

苏联奉行 “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建立了促进阵营内部合作的 “经济互助委员

会”和以制衡北约为目的的安全合作机制 “华沙条约组织”。③ 除了共同参与

建立联合国外，美苏及其主导的两大阵营在国际交往中再鲜有交集，借助各

自的话语场域展开隔空论辩反而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重要沟通方式。

在对峙的数十 年 间，除 了 在 各 自 势 力 范 围 内 发 挥 了 有 限 的 国 际 事 务 管

理、国家间关系协调与争端解决作用外，两大话语场域都不约而同地将重点

放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主导者，美苏两国一方面强化对内意识形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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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展开对外宣传，试图借助场域的外溢效应对对方阵营实

施渗透瓦解。①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出现分化。苏

联试图凭借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霸权地位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

持续打压他国正当合理的话语权，对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进行公开指责、污蔑

甚至报复，严重破坏了场域内部的话语生态。不仅如此，苏联还借 “维护社

会主义正统与纯洁性”之名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提出 “社会主义集体利益高

于个别国家 利 益”，肆 意 践 踏 他 国 主 权，遭 到 阵 营 内 国 家 的 强 烈 抵 制。② 至

此，社会主义话语场域已沦为苏联加强霸权统治的工具。③

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东西方话语场域的功能效果和影响力已不可同日

而语。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通过对外输出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

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和大众消费主义成功帮助大多数西欧国家和日本摆

脱了战后困局，实现了经济繁荣。④ 相比之下，苏联自身的发展因经济结构

封闭僵化和对外扩张造成的空前损耗而出现严重停滞，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

他国家也相继遭遇发展困境。面对巨大反差， “苏联模式”的吸引力日渐式

微，而西方阵营却由此获得了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论据。在西方主动发起

的话语攻势面前，信仰危机和不满情绪的持续发酵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

话语场域的地位，进一步加速了其解体进程。冷战的结束令美国以战胜者的

姿态宣布资本主义体系在同社会主义 “世界体系”的竞争中胜出，也使其话

语资本和威望得到空前提升。⑤ 国际社会进入了美国称霸的 “单极时代”，国

际社会话语场域的分裂局面就此终结。
（二）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话语场域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基于对自身实力水平和

现实需求的清醒认识，中国将对外关系的根本目标定为维护新生政权、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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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理查德·克罗卡特： 《五 十 年 战 争：世 界 政 治 中 的 美 国 和 苏 联 （１９４１～１９９１）》，王 振 西 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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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同，以及推动战后反帝反殖民运动四

个方面。① 在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引下，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

义阵营，并参与其话语场域互动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一道应对西方持续的话语压力。

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尚未对提 升 国 际 话 语 权 展 开 系 统 性 的 战 略 谋 划，

但已开始重视国际舆论对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舆论对

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敌视的总体倾向，毛泽东曾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国家形象的 消 极 认 知 为 例，生 动 阐 述 了 应 如 何 正 确 看 待 和 应 对 负 面 话

语———首先是树立信仰自信，“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

它总是要挨骂”。② 其次是辩证看待负面声音，正确区分批评和污蔑。对合理

的批评要审慎吸收，对无端的指责要坚决回击， “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

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

察，进行批判。在 这 种 情 况 下，绝 不 可 以 随 风 倒，要 有 反 潮 流 的 大 无 畏 精

神”。③ 再次是发挥集体力量，在协作中提升自身威望，要 “团结全世界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团结所有爱 好 和 平 的 国 家 和 人 民，借 重 一 切 有 用 的 力

量”。④ 最后是紧跟国际形势，善于利用其变化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论及美

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的紧张局势时，毛泽东指出，“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

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帝国

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

有利”。⑤ 这些论述中包含的核心思想为中国探索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至今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⑥

经过不断摸索，中国借助在多边场合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契机，提出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求同存异”等对外关系理念，积累了重要的话语

资本和场域互动经验。１９５４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 （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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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８７～８８页。

杨东、李宇轩：《毛泽东 是 如 何 看 待 和 处 理 “挨 骂”的》，载 《党 的 文 献》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第９６～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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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苏）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与国际问题讨论的重要会议。① 期间，中

国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在越南、柬埔寨与老挝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自身的

国际地位和形象。② １９５４年６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访问结束后发

表的中印和中缅联合公报中明确提出了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 政，平 等 互 惠，和 平 共 处”的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③ １９５５年４
月，中国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２９国首脑会议，这是亚非国

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自主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基于

维护广大亚非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共同利益，中国重申了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并提出 “求同存异”的重 要 理 念，为 会 议 最 终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发 挥 了

关键作用。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 “求同 存 异”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建 立 初 期 参

与国际话语场域互动取得的重要话语成就，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⑤ 考虑到当时复杂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有限的实力水平，其意义更显

重大。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中国

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场域的中坚力量。面对苏联日益显露的 “社会帝国主义”

倾向，中国认为苏联已 事 实 背 离 了 社 会 主 义 路 线，故 而 对 其 进 行 批 判。此

后，中苏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

的论战，也由此占据了整个６０年代社会主义话语场域的核心议程。需要指

出的是，中苏论战是致使两国关系最终破裂的直接因素，但它也客观促进了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增进了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正义、爱好和平

的国家间的关系，奠定了中国的国际话语威信；它令中国获得了意识形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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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宝贵经验，增强了自身的国际话语塑造和传播能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坚定维护并践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标志着

中国再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重返联合国拓展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

提升空间，使其得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提高自身

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对中国的对外话语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成

功跨越意识形态界限、与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展开对话，是中国真正融

入国际体系的关键。恰在同一时期，中国为应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而主动

展开的对外战略调整顺应了这一需求——— “一条线”和 “一大片”外交思想

的提出，为团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扫清了障碍。① 在此

背景下，整个７０年代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交潮：截至１９７９年年

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１２０个，遍布世界五大洲。② 逐步完善的对外关

系网络令中国成功摆脱了因意识形态局限造成的国际身份缺憾，也极大延伸

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战略自主空间，为中国话语的国际化进程积蓄了重要的

社会资本。

（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中国话语场域实践的现实与挑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末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 “见习期”

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 “蛰伏期”。作为 “后来者”，中国对场域规则、结构乃

至整体话语环境的认识仍有待提高，加之受到 “他者”身份定位和实力水平

的限制，开展大规模国际话语战略布局的时机尚不成熟。随着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确立了对内转向经济建设、对外实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国加快

了结构性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在经济领域，中国于１９８０年恢复了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于１９８６年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

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在安全领域，中国于１９８０年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工作

会议，１９９０年正式参 与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并 于１９９２年 和１９９６年 先 后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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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思想是１９７３年２月毛泽东在会见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要搞

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而 “一大片”思想是

１９７４年１月毛泽东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他说：“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

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 大 片 的 第 三 世 界 要 团 结。”参 见 彭 远：《对 毛 泽

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载 《史学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１３６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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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①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国际

话语实践主要在上述国际机制中完成，且多数情况下只在涉及自身利益或对

参与结果具有较大把握时才会主动发声。② 事实证明，中国主动接受国际规

范并适度收缩话语空间的决策是明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经受住了

国际身份转型期的考验，有效降低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 “社

会主义国家”身份认知的偏见。至８０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国

际行为表现出的理性、负责和可预期趋向给予积极评价，对中国的好感度不

断上升。③

９０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剧烈动荡的国际局势对尚处于国

际体系 “见习期”的中国再次形成冲击。面对西方 “和平演变”力量持续上

升的话语攻势，在邓小平提出的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

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继续保

持着低调谨慎的话语作风，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

谈及中国发展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

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④ 中国在２１世

纪之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此后十余年间始终保持着超过１０％的年均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增速，⑤ 于２０１０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物质实力的显著提升使中国获得了国际公认的 “经济大国”地位，但成

为真正的 “话语权大国”还需要中国主动采取战略规划，需要结合多年来参

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互动的经验，将物质实力转化为话语资本，推动中国话

语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国际利益、具备塑造国际规范的能力，并最终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体系的发展产生有益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

话语权被纳入中国对外战略议程。自２００８年起，“国际话语权”开始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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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８
期，第３９～４９页。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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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１３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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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方话语中频频出现。２００８年，国 务 院 总 理 温 家 宝 所 做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中出现了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

解决”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国际战略开始出现积极主动的势头转向。① 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强 调

“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方法，增强 国 际 话 语 权、妥 善 回 应 外 部 关 切，增 进 国 际

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② 这

反映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思路是以促进外界对中国的准确认知为基

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基于此，中国先后提出了 “和平

发展”与 “和谐世界”的理念话语。“和平发展”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对自身

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的根本概括，“和谐世界”是中国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积

淀形成的国际秩序观，二者相辅相成。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

谐世界”的理念体现出中国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的新认识，为塑造中国爱

好和平、讲求正义、尊重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③

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客观上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

关键机遇：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无法自拔之时，中国通过一系

列宏观调控政策的果断实施率先消除了金融危机的主要负面影响。在保持自

身经济稳定的同时，中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展开协作，有效避免了全球金融

危机在亚洲的蔓延。在此期间，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峰会、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多边平台主动提出了推动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 “中国方案”，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提出改革的

内容和路径，为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④ 中国在金融

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实力

之外的 “权力潜能”，包括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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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第４版。

管传靖、陈琪：《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载 《世界 经 济 与 政 治》２０１７
年第３期，第３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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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潜在领导力。① 通过此次危机应对，中国更坚定了提升国

际话语权的信心，也从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的

提升必须依托于共有身份、在合作中实现。因此，应始终坚持中国的发展中

国家的身份定位，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促进中国话语在国际

社会各领域、各层次上权威性和认可度的提高。第二，制度性话语权将在未

来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主攻方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

发暴露出当前西方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缺陷。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背

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理应承

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获取与自身身份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势在必行。② 第

三，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提升必须以雄厚的话语资本为前提。在国际关系的

现实中，危机场 景 并 非 常 态，其 对 国 家 形 象 和 威 望 的 影 响 终 究 是 暂 时 性

的———不可否认，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致力于维护的全球

领导形象，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国际话语权地位。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５
月间的一系列密集表态中，奥巴马政府通过回顾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

来历次经济危机中美国的表现，强调了美国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和强大的领

导能力；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 “受 害 者 叙 事”，指 出 美 国 与 其 他 国 家 “同 为

此次危机的受害者”，淡化了 “美 国 责 任 论”对 自 身 造 成 的 话 语 压 力；最 后

通过提出联邦政府层面的一系列 “堪比 ‘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实现了

稳定公众情绪和重振市场信心的目标。③ 由此看来，美国得以最终摆脱此次

危机对自身国际声誉的负面影响，除了经济资本的支撑外，其多年来通过主

导国际话语场域积累的话语资本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提升国际话语权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中国参与

国际社会话语场域实践的战略性、目的性和系统性明显增强，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提出 “讲好中 国 故 事”，通 过 构 建 关 于 中 国 发 展 道 路、战 略

选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体性叙事，有意识地塑造和维护自身积极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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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象。２０１３年８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

强在国际上的话 语 权”。① 基 于 此，中 国 提 出 了 以 “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享”为核心的 “新发展理念”作为自身发展的指导方针，在对外关系

领域提出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 “新型大国关系”，践行 “亲、诚、惠、

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 “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方针，总体上倡导建

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② 这些理念话语的提出为国际社会

以全方位立体化视角深入了解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提供了权威阐释与解读。

第二，积极参与现有多边机制互动，通过提出创新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和

制度倡议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安全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了 “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防范非传统安全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区域合作领域，中国主导创设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１７＋１”合作、“中拉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和 “澜湄合作机制”等地区性

合作框架，有效加强了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网络，为协商解决区域性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倡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

边金融机制，为完善现有治理格局、增强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提升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在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发挥了引领作用；在促进

全球均衡发展方面，中国提出了以 “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以促进各

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为目标的 “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通过设定 “政策沟通、设 施 联 通、贸 易 畅 通、资 金 融 通 和 民 心 相 通”

的 “五通”愿景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总体上，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

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提出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革新

带来了重要启示。

第三，注重国家软实力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促进国际话

语权在话语资本积 累 中 得 到 提 升。２０１３年９月，中 共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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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① 这体现出中国已意识到

话语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对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性支撑作用，因而在提升路径

上更强调二者的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习近平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

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具有重要价值”，要把 “立

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 在此背景下，中国

开始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布局，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双边层面先

后同美国、俄罗斯、英国、欧盟、法国、印尼、南非、德国、印度和日本建

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 制，在 多 边 层 面 借 助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一 带 一

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东盟 “１０＋１”和中非合作等现有机制，将人文

交流纳入合作议题，拓展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在教育、文化、卫生、旅游、体

育等领域的合作，并通过旅游年、文化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图书

展、体育赛事和智库对话等活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③ 在

加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将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

在更高层次上推广。２０１９年成功举办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弘扬亚洲和

世界文明成果、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搭建了重要平台，显

示出中国坚定维护和支持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的决心。

总体来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历经十余年的实践已初见成效，为

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促进中

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中国越发积极主动的话语

场域实践也遭 遇 了 更 大 的 话 语 压 力，与 场 域 规 则 间 的 结 构 性 矛 盾 凸 显。首

先，在西方中心主义和遗存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国的 “他者化”身份定位

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以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排斥为典型，西

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依旧具有强烈的主观偏见，以意识形态之名对

中国强制施加 “污名化”和 “安全化”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

象的公正客观判断。其次，西方话语惯习在现有场域中的定势效应明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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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ｘｂｄ／ｎｄ／２０１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３７４２２８／１３７４２２８＿１．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７０７７７．ｈｔｍｌ。

张耀军、李晴：《人文交流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跨越文化差异》，中 外 人 文 交 流 网，２０１９
年４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ｉｐｅ．ｅｄｕ．ｃｎ／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１６４２．ｈｔｍｌ。



　□ 当代亚太　

中国制度性话语输出形成阻碍，使 “中国威胁论”的滋生和蔓延成为可能。

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国制度话语的进攻性解读极易产生误导，尤其对本就因

中国崛起而 怀 有 战 略 疑 虑 的 国 家 更 具 煽 动 性。随 着 负 面 话 语 的 持 续 传 播，

“中国威 胁”很 可 能 因 此 成 为 一 种 “自 我 实 现 的 预 言”，导 致 话 语 “安 全 困

境”的产生。① 最后，对中国话语资本价值的不公正认定造成了中国国际话

语权提升的不可持续 性。近 年 来， “中 国 崛 起”在 国 际 社 会 引 发 持 续 震 动，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

兴趣，并主动展开探索和借鉴。② 这一现象引发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警

觉，认为 “北京共识”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将威胁并取代长期以来被普遍奉为

国家发展模式范本的 “华盛顿共识”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中国实现全球霸权

的 “软实力武器”。③ 受 此 影 响，西 方 话 语 中 不 断 衍 生 出 如 “中 国 阴 谋 论”

“债务陷阱论”“经济侵略论”和 “新殖民主义论”等形式多样的、旨在从根

本上动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合法性的解构话语，甚至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扭

曲性解读，严重损害了中国话语赖以形成国际影响的资本价值。④

四、“文明对话”场域构建：新时期中国国际话语权

提升的路径新探索

　　本文认为，鉴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困境，可考虑开辟新的

话语场域，通过重构场域规则和关系网络掌握话语主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

语的权力效能。“亚洲文明对话”作为场域创设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的场域规则，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议题引领

和惯习塑造能力，营造平等有利的舆论和制度语境，为中国话语提供合法性

和道义支撑；以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等级制的关系架构，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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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岳、丁章春：《国家话语 权 建 构 的 双 重 面 向》，载 《国 家 行 政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

第１９～２２页。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５年第５
期，第９～１１页。

张剑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第１０～１４页。

朱锋：《“中国崛起”与 “中国威胁”———美国 “意象”的由来》，载 《美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第３３～５９页。



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　

共识作为增进互信的基础，有利于发挥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本优势，推动形成

对中国话语的准确阐释与解读，促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提升。

（一）规则重建：“文明冲突”与 “文明对话”之辩

学界普遍 认 为，塞 缪 尔·亨 廷 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 “文 明 冲 突

论”对西方塑造国际秩序的观念和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将冷战后国

际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承袭的文明间的冲突，并将伊斯

兰文明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首要威胁。① 语言是

文明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文明间关系的判断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

语言价值的衡量。受此影响，在现实的国际话语权博弈中，西方国家的 “冲

突思维”得以在对话语场域的规则建构中表现出来———通过排他性的身份设

定和对公共语境的控制，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价值遭到持续压制。

相比之下，“文明对话”为重新审视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探寻国际冲

突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超越种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新视角，认

为人类历史是在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共存、借鉴和融合中前进，而非建立在一

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之上。通过深度挖掘不同文明间的共通性，以对话

消除误解、增进信任，进而加强国家间的文化、身份和利益认同，有利于促

进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② 习近平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

演讲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挑战更加突出，应对共同

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

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③

在 “文明对话”的话语场域中，基于平等而非对抗的价值导向，国家间关

系并不存在人为划分的 “自我”与 “他者”的根本性对立，每个国家既是场域

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因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力地位。习近平指出，“文

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

—１５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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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哈·洛迪、钱珊 铭： 《亚 洲 文 明 对 话 大 会 促 进 亚 洲 及 世 界 和 谐 发 展》，载 《国 际 传 播》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２页。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０５／１５／ｃ＿１２１０１３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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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① 场域的共同语境并非由单一文明所

主导，而是不同文明融合的成果，每个国家都是共同语境的塑造者，因而其话

语价值都能得到公正的认定和应有的尊重。同时，以 “对话”而非 “竞争”作

为场域互动的基本模式，体现出文明对话场域的根本宗旨是凝聚共识而非零和

博弈。在公平包容的话语生态中，每个国家的话语权提升都在促进着场域共识

的达成，都在为 “亚洲”在国际社会整体形象和话语权的提升做出贡献。

倡导 “文明对话”场域的创设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为突破自身国际话语权

提升瓶颈而采取的重要战略步骤。以 “亚洲”这一地理概念限定场域的基本

范围，反映出中国对自身实力水平、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理性判断。从历史

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亚洲始终是中国国际影响力辐射的核心区域和中国对外

战略的基点，中国也始终以 “亚洲国家”作为自我身份认知的前提。作为历

史上 “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曾长期凭借物质、精神和制度领域的文化

输出保持了在亚洲的重要影响力，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天然

纽带。“文明对话”场域的开辟为中国在历史认同感基础上提升自身的议题

引领和话语号召力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关系重塑：伙伴关系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协同推进

对场域中的行为体来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行为

体基于共同利益或身份认同选择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在特定情况下实现

权力的整合叠加，在场域活动中争取主动。话语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能够帮助

具有相近或相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体通过共同发起、支持或反对特定议题，共

同表达对特定问题的关切，共同质疑、批判甚至推翻特定话语等方式获得更

大的话语权。在现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西方主导下的场域规则本质上具

有对抗性和排他性，要求场域中国家的关系分布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国家构建关系网络的行动空间。相比之下，文明对话场域摒弃了

意识形态分野，赋予国家按照自身需求构建关系网络的自主权，有利于激发

不同国家参与场域互动的积极性。

作为文明对话场域的倡导者，中国自主构建的关系网络不仅要服务于自

身的话语需求，还应发挥协调场域各方关系、维护场域规则、确保场域互动

平稳推进的枢纽作用。伙伴关系网络和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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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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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机制，可为文明对话场域提供强有力的关系架构支撑。① 截至２０２０年年

初，中国与中亚、东亚和南亚的不同国家和区域国家组织建立了近３０对伙

伴关系，亚洲区域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② 在多边层面，中国提出的 “亚

洲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

导构建共同繁荣、持久 和 平、更 加 开 放 包 容 的 世 界，推 动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变

革、国际政治秩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最终实现

全人类福祉的提 升。③ 亚 洲 命 运 共 同 体 则 进 一 步 强 调 亚 洲 国 家 在 历 史 经 历、

文化背景和现实发展需求上的共通性，提出了建设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

放融通的亚洲的愿景。作为一种实践路径的指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

共有价值、共同利益和共享身份，同时包容不同价值取向、尊重不同利益诉

求并寻求不同身份间平等共处的可能，为亚洲各国间以促进协作互信、求同

存异、凝聚共识为目的展开话语互动提供了理念支撑。④

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明对话场域中的协同推进使中国进一步

拓展了自身的国际话语空间，为塑造共同观念市场、更大限度发挥话语权力

效能奠定了基础———中国提出的话语理念和制度倡议得以在亚洲话语场域范

围内率先获得认同和实践，从而避免了陷入西方话语陷阱或受到西方话语体

系的钳制；通过亚洲话语场域的优先传播渠道，中国话语能够以更快速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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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肖晞、马程： 《中 国 伙 伴 关 系：内 涵、布 局 与 战 略 管 理》，载 《国 际 观 察》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第７２～８８页。

中国与亚洲国家建立的伙伴关 系 主 要 分 布 在 四 个 不 同 层 级 上：与 中 国 建 立 有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伴关系的亚洲国家包括巴基斯坦 （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泰国；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层 级 上 包 括 韩 国、印 度、斯 里 兰 卡、阿 富 汗 和 孟 加 拉 国；在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印度尼 西 亚、马 来 西 亚、蒙 古、塔 吉 克 斯 坦、伊 朗、沙 特 阿 拉 伯 和 乌

兹别克斯坦；在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 括 土 库 曼 斯 坦、卡 塔 尔、吉 尔 吉 斯 斯 坦、伊 拉 克 和 东 盟；在

战略合作关系层级上包括菲律宾、文莱、阿 拉 伯 国 家 联 盟 与 马 尔 代 夫。此 外，中 国 还 与 新 加 坡 建 立

了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与尼泊尔建立了全面 合 作 伙 伴 关 系，与 日 本 和 韩 国 建 立 了 中 日 韩 全 面 合 作

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有关 中 国 的 伙 伴 关 系 网 络 的 发 展 与 现 状，可 参 见 笔 者 此 前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研 究，Ｓｈｅｎｇｓｏｎｇ　Ｙｕ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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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挥示范效应，并通过伙伴关系的延伸实现跨越场域范围的传播，令中国摆脱

了为迎合西方场域规则和话语惯习而被动采取的 “削足适履”的话语战略。

（三）语境重构：以中国文化阐释中国话语

“文明冲突”之所以能够在现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成为主导，离不开以

西方价值体系为评判标准的 “文明优劣论”所提供的理论支撑。① 语言深植于

其所发源和兴盛的文明，而当文明被人为界定了优劣和高低，必然会对相应的

话语价值产生消极影响。正确理解特定国家的话语内涵离不开对其文化语境的

考察。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互动都深受 “文明优劣论”的

影响，导致中国话语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被置于西方的语境中加以审视、理

解和评判，造成意义的严重扭曲，影响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提升效果。②

如果将中国话语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就可以发现其清晰的

传承脉络：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主 张 通 过 对 话 协 商 解 决 国 际 问 题，建 设 一 个 持 久 和 平 的 世

界，这是对中国传统 “仁义” “以 和 为 贵”，实 现 “天 下 大 同”的 思 想 的 继

承。③ 在安全领域，中国基于共建共享原则，提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的目标，是对 “王道”“尚德不尚武”等思想的继承，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

化强调仁、义、礼、智、信，追求兼济天下的王道，反对唯我独尊和唯利是

图的霸道。④ 在经济上，中国主张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的现实

情况，坚持合作共进、兼收并蓄，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持久繁荣；强调合作

共赢、建设一个共同持久繁荣的世界，是对 “和谐共生”思想的继承。在文

化上，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更加重视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传

承，坚持各种文化交流 互 鉴，推 动 形 成 一 个 更 加 开 放 包 容 的 世 界，这 是 对

“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在生态环保领域，中国坚持提倡绿色低碳的发展

理念，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对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继

承，体现了中国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对人类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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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载 《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３４～４４页。

黄华新、胡霞：《认知语境的建构性探讨》，载 《现代外语》２００４年８月第３期，第２４８页。

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话语、实践 与 创 新》，载 《世 界 经 济 与

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１５页。

马跃堃：《“和”文化与亚洲安全观》，载 《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２页。



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　

的新解读、对传统发展理念的全面超越。①

然而，当中国话语被错置于西方的语境中进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

的深刻内涵和独特的东方哲学思辨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和摒弃，取而代之的

是基于西方传统权力观念下对中国战略走向的激进和片面解读。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提出的国际倡议难以得到正确认知和有效推进，反而会令国际社会对中

国的误解和忧虑随着话语的持续扩散而加深，形成话语意义的恶性循环。文明对

话场域的构建令中国通过重构文明语境、掌握对话语意义解释的主动权成为可

能：只有在中国话语回归中国文化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对自我形象、发展理念和

对外战略话语的再阐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五、结　语

二战结束后，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世界总体和平的趋势已不可逆

转。随着话语交锋取代兵戎相见成为国家间实现战略目标、维护自身利益的

新常态，和平时期的权力争夺从战场转向谈判桌，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权力

实践形式越发得到重视。② 国际社会话语场域通过对自身结构、形态和功能

的调整不断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实践经

历具有独特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外部环境和中国对外战略共同影响的结

果：从被迫失语到试探发声，再到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各领域国际问题的商讨

与解决；从被动跟随到主动融入，再到积极塑造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路

径，在运用话语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中国开始试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

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建言献策。尽管如此，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国际

话语权与其实力水平和国际地位尚不匹配，已成为掣肘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

任、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重要因素。场域理论为国际话语权研究开辟了一个

崭新的维度，通过赋予话语权互动一以贯之的行为逻辑使之得以被具象化理

解；从场域视角出发揭示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互动模式的弊端，有助于加深对

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的认知、促进形成新的路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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